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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轉折與錯位：學理轉向折射的文化意味

如果認為9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與現實意識形態的重建完全無關，那就是對

歷史內在變異缺乏基本的理解；如果認為90年代的意識形態是在知識份子自

覺參與下，並且是在明確的歷史動機導引下進行的，那又顯得過於武斷1。與

80年代相比較，90年代中國的歷史情境包含了更多的轉換、交叉、折疊、錯位

和自我顛倒。「文化民族主義」的形成正是這樣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而知識份

子正是以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方式捲入歷史的無意識構造。

不管人們願不願意面對現實，80年代末的歷史事件構成了90年代知識份子

自我反省的歷史起點，正如文革構成了80年代知識份子的反省一樣。只不過這

個反省更具有文化的和學理的特點。是甚麼原因導致了這種歷史結果？這一代

知識份子以他們的職業習慣為依據，希圖在文化層面尋找緣由。反省的結果是

對80年代的學風提出批評。所謂80年代追尋西學，個人主義盛行，急功近利，

思想史惡性膨脹，學風空疏，態度偏激，釀成一股激進主義思潮，這是導致歷

史惡果的文化根源。當然，任何重大歷史局面的出現，都是多種歷史合力的結

果，而這種所謂「空疏的學風」究竟在其中起到多大作用，實難以判斷。但作為

一種面對歷史的反省，也不失為一種思路。由是，「退居書齋」的知識份子在這

ö找到歷史轉折的新起點，他們從現實退回書齋，並不是由於自己成了歷史的

失意者，而是根於自己的歷史自覺，因此純粹的學理又有了至關重要的歷史意

義。很顯然，這些重大的歷史意義都是重大的歷史前提給定的，因為越是追求

純粹個人的道義立場，越是強調學理的意義，它就越能回到知識份子的歷史

中，這種選擇本身不僅出於對歷史的反省，也出於對歷史的責任。

於是，90年代初，退居書齋的一代知識份子開始了純學理的批判，清理

80年代的學風，反省西學，回到國學。「反激進主義」成為90年代文化自覺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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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起點。在這ö，「回到國學」起9歷史轉折的作用，它不僅提供了專業化的學

理選擇，亦提示了應付現實的價值依據，它標誌990年代與80年代迥然不同的

學理追尋和文化立場。90年代知識份子津津樂道的是章太炎、陳寅恪、王國

維、顧頡剛、梁漱溟、張君勱、杜亞泉⋯⋯。顯然，援用哪些文化資源同時提示

了一種文化情境和價值認同，現在，他們崇尚這種文化資源，回到民族文化本

位，當然也意味9回到國學大師所標示的文化立場。

企圖逃離現實的「退居書齋」的無奈選擇，現在具有了歷史的自覺性。「回到

國學」不僅為無所作為的歷史過渡確立專業上的恰當方位（「中國人只能做中國的

學問」），亦為無所適從的、失意的個人找到了精神家園。現在，回歸中國文化

本位明確折射出保守性和「反激進」的雙重含義，這使9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的

學理追尋成為對現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重新闡釋和讀解2，無形中滋生「文化

民族主義」傾向。事實上，近年知識份子所標榜的回到中國文化本位，主要還

是回到近現代的學術史研究領域，它不可避免要進入那個時代的文化情境。

就早期文化保守派而言，其民族主義訴求主要集中於「反清排滿」，而不是西方

帝國主義列強；五四以後的文化保守派也沒有把中國文化置放在與西方截

然對立的地位上3。 但在當今的文化闡釋中，固守民族本位文化，其意義指

向在當代語境中發生變異，它很容易引伸出「反抗西方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的

傾向。

不管我們如何迴避歷史，也無法否認80、90年代之交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

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是甚麼力量使這種危機得到緩解？並且一步步有序地構

造中心化的價值體系？當然，重新確立90年代意識形態的思想軸心是非常關鍵

的，就這一點而言，「愛國主義」暫時成為尋求中國社會內聚力的軸心是非常成

功的；它恰當地給「穩定壓倒一切」的歷史情勢提供了必要的精神紐帶，由此構

成了90年代中國意識形態生產的基本背景。這個背景與知識份子最初的立場

並無直接關聯，但也沒有構成直接的矛盾。在大多數情形下，「愛國主義」的意

義指向是明確和直接的，但它在當代中國的文化含義卻自然地和傳統本位的

文化資源相關聯。如果說，90年代初回到傳統本位是知識份子個人化的、無

意識的學理選擇，那麼，數年後的今天，它已經變成了自覺的、積極而主動的

文化建設，同時也是更具集體性的行為。它意味980年代大規模的反傳統的

思潮已經徹底終結，取而代之的是對傳統的頂禮膜拜。現在，已經不再是無

可奈何地沉浸於故紙堆ö，而是強有力地重建中國的文化價值，引導亞太地

區乃至於帶動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文明。90年代，中國社會從上到下最熱衷的

話題就是「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沒有人會懷疑中國文化的復興指日

可待4。

企圖退守書齋的知識份子並不僅僅為90年代的文化轉折、為90年代的意識

形態重建提示了厚實的文化基礎，而且更全面地創建一種回到中國民族本位文

化的歷史全景圖。現在，關於中國的想像正在展開，它掙脫了中國的現實和所

面對的國際形勢，而一味的向9二十一世紀飛騰。現在，這種想像並不僅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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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個人專業選擇的動力和學科發展的依據，而且正在一步步變成整個社會重

新統合的文化根基。

二　想像與實際：民族主義的功用與兩難處境

90年代知識份子全盤肯定中國傳統文化，這為激進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提

供了有利的語境。1996年的熱門讀物《中國可以說不》，明確而狂熱地宣揚極端

民族主義，顯然是概括和強化了這種歷史動向。由於百年來，對中國傳統文化

的評價總是陷入與西方文化相參照的二元對立模式，如此全面肯定中國文化，

當然也就意味9可以全面否定西方文化。根據這種思維邏輯，對那些易走極

端、慣用「非此即彼」二元對立思維方式看問題的人來說，回歸中國傳統本位與

反抗西方帝國主義文化霸權其實只有一步之遙。以反激進為起點試圖回歸傳統

本位的學院知識份子，怎麼也想不到由他們提示的文化轉折竟如此迅速就釀就

了激進化的思潮。

現在，中國「威脅論」或「遏制論」正甚囂塵上，它並沒有使國人冷靜檢討

一下中國在當前國際格局中應佔據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而是從上到下都把它

作為增強民族自信心、反西方帝國主義霸權的佐證。1993年，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發表〈文明的衝突？〉一文，引起中國知識份子極大反響5。 就

美國把中國視為未來最主要的對手這一點而言，它令相當多的中國人興奮，

因為它使長久抬不起頭來的中國人再次體會到作為一個未來強大帝國子民的

榮耀。現在有不少人在透支這份榮耀，但我看不出它對中國現在的發展有甚

麼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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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想像往往出於現實的需要，在某種意義上，它甚至是歷史的必然要

求；而在某些條件下，它也出於某些歷史主體的虛構。但文化想像並不只是用

於超越現實，很多時候它反過來有效地重新構成現實，重新想像地書寫現實自

身。進入90年代，中國社會急需強有力的意識形態軸心來整合中國社會的精神

信念，這是無庸置疑的歷史事實。90年代初一些學院知識份子提出「重建學術

規範」，也是試圖在精神價值和學理規範方面尋求基本的共識。隨後關於「重建

人文精神」的討論，則是更明確地強調重建知識份子的精神信念，進而為社會建

立統一的信仰規範。但「人文精神」過份道德化，並且把知識份子專業化的學理

追尋上升為整個社會應有的價值準則，這表明了當代中國知識份子依然與民眾

社會嚴重脫節，他們無法準確找到彌合業已分離的中國社會意識形態的共同想

像關係。儘管相當一部分知識份子「回到國學」，奉近現代國學大師為精神和學

業典範，但也未能形成明確而有效的、能夠統合知識份子乃至於全社會的精神

信念體系。

於是，由「回歸民族本位」立場帶動的社會思潮，遂以嶄新的姿態出現於

90年代的歷史舞台上，它把那些分散的、矛盾的、曖昧的思想情緒和心理願望

重新概括和提煉，在回到中國民族本位與反對帝國主義霸權這兩個基本點上貫

穿一致，並且統一到「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個綱領下。由是，「文化民

族主義」的輪廓趨於形成。對於當今中國社會的現實來說，民族主義似乎確實能

起到暫時的整合作用，它的出現可以說是適逢其時，但這也表明它不過是現實

急需的思想軸心。

如果民族主義真能提供濟世良方，對當下中國的意識形態重建起到軸心作

用，從而使一切思想文化問題都迎刃而解，那就令人萬般欣慰，翹首只等迎接

中國人的二十一世紀。但問題在於，時興的「文化民族主義」（更不用說極端的民

族主義）缺乏厚實的歷史文化基礎和廣泛的現實依據。

現今民族主義的文化根基是「回歸傳統文化本位」，當然，回歸中國民族

本位的文化潮流看上去是在創造一種民族主義生存的文化語境，它似乎標示

年輕一代知識份子的自覺，標示9中國正在創造一種與西方根本不同的、作為

二十一世紀文明的價值體系和文化範式。但是，「回歸」傳統文化並不等於要和

西方文化截然對立。即使我們以近現代的國學大師的典籍和精神人格作為

「回歸」的立足地，並不保證藉此就能找到純粹中國的「文化價值」，也未必就要

排斥西方文化。近現代的文化保守派並沒有在文化上把西方看成公敵，他們是

在差異性的基礎上強調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目的是為中國文化（和文明）找到一

席之地6。 事實上，近現代的文化保守主義者實際都與西方文化有不解之緣。

他們那些批評西方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得自於西方的學術傳統和文化思潮。

例如，對「現代化」的質疑本來就是西方傳統中的一股重要思潮，而五四時期的

保守派與這股勢力不無關係。至於辜鴻銘、梁漱溟、張君勱、張東蓀等人質疑

西方文化，強調中國文明的理想化價值及其未來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就受了西

學的影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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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當今「回歸傳統本位」的旗號之下，知識份子同樣沒有（實際也不

可能）和西方文化對立和分離。正如我已經指出過的那樣，他們反省「現代性」、

強調民族本位，同樣是受了當今西方主流學術話語的影響。眾所周知，反省

「現代性」、反抗歐洲文化中心論、反白人神話、強調民族差異性、強調文化的

多元性和特殊性、重視民間社會和公共空間⋯⋯等等，這一切都是當今西方學

界的熱門話題。儘管這些觀點、立場以及學術方法未必令中國學人信服，但就

「回歸傳統」這一舉措而言，與其說他們反抗西方文化霸權，倒不如說是在遙相

呼應。

當然，這也可能使我們的文化付出一定代價。90年代中國學術不可避免要

走向國際化。很顯然，在這個學術國際化的進程中，語言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當人們不得不選擇英語作為國際交流的語言時，這等於已經確認了英語的文化

霸權。「國際學術交流」如今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場」（field）， 一個超級的文化

象徵，少有人不會趨之若鶩，頂禮膜拜。對於中國學者來說，只有進入這個場

才能分享到必要的象徵資本，只有為「國際學界」認可，才能成為中國的學術

權威。

以此來審視「回歸中國文化本位」的前景，似乎很難令人樂觀。在傳統主義

者的想像中，中國文化這個古舊的「文化帝國」（當然不是甚麼文化帝國主義），

有9悠久的歷史，龐大的文化體制，數不清的典籍和無數的大師。現在，這一

切都面臨挑戰。當前，中華文化面臨的挑戰是，它在當代「精神文明建設」的構

架中無足輕重，如果中華文化的基礎——人文學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至少

在大半個二十一世紀）仍得臣服於英語的文化霸權，那麼，中華文化的「民族本

位性」可能要打些折扣。這對中華文化的重建、對中華文明融入世界文明未必沒

有益處，但是對那些想以此作為構造民族主義的文化根基的人來說，不免大失

所望。

三　現代性焦慮：無法終結的想像

民族主義在90年代中國興起，有9非常特殊的現實需求，亦即對內可重

新整合意識形態，有效地確立政治信念和文化價值取向的權威性和合法性；

對外則可使中國以一個強大文明的代表的姿態出現於國際舞台，把那些微妙

複雜的外交手段，變成理直氣壯的政治策略和文化運籌。如果我們真能建構

一套完整的民族主義話語，並將之融會貫通、左右逢源，那確能造福中華民

族。但實際的情形是，民族主義旗號無法落實，它佔有的文化資源、擁有的

社會心理基礎和所面對的現狀和未來，都使它顯得表ö不一、前後矛盾。這

種文化上的強烈民族主義訴求之所以與現實格格不入，其中有非常複雜的歷

史和現實的原因，但最深層的根源恐怕在於中國幾代人無法擺脫的「現代性」

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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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些微妙複雜的外

交手段，變成理直氣

壯的政治策略和文化

運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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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紀以來，中國知識份子一直處在現代性的焦慮之中，它以兩個極端的

形式來表達：一是急切地進入「現代化」，「西化派」試圖倡明西方的「科學」、

「民主」，給中國文明注入變革的活力，以便更快地進入現代化；另一是強調中

國文明的特殊性，以抵禦資本主義全球化對中國文明的滲透。文化保守派的思

想並不在「現代性」框架之外，兩者其實密切相關。頑強地維護傳統文化、強調

中國民族本位文化的立場，反映了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入侵中國的反抗。中

國政治經濟主流派（實際支配了中國歷史進程的階層）從來都沒有全盤接受過現

代化的觀念，「現代化」從來都被理解為「西化」。當然，相當多的第三世界國

家，特別是亞洲國家，試圖探索特別的「現代化」道路，但這些特殊的道路是不

可能在「現代化」過程之外的。因而，這種文化的「特殊性」正是對資本主義世界

體系的一種反應（響應），它構成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一部分。「民族—國家」的

認同並不是在現代化之外進行的，當然也不可能逃出現代化的歷史惡夢，它恰

恰隨9第一次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而出現。文化保守派（如梁漱溟、張君

勱、杜亞泉等）當年也是對西方現代文明的種種弊端進行抨擊，由此來思考中國

文化在未來文明理應具有的價值。不管這種設想的具體內容如何，它的出發點

則不難看出：中國知識份子一直處在現代性的壓力之下，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

價值，力圖使中國文明獨立於全球化的（或者說「現代性」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之外，以擺脫西方現代性的啟蒙規劃給中國文明的歷史進程構成的危機。這種

現代性的焦慮在80、90年代又再次重演。80年代的「全盤性反傳統」與「全盤

西化」8， 表達了中國知識份子進入現代化的急切心理，亦意識到「現代化」與

「世界體系」不可分割的問題。面對現實無法克服的障礙，人們把責任全盤歸咎

於傳統。「傳統」在這ö實則是「現實」的替代物，這是當代中國歷史在文化上完

成的特殊Z事方式。90年代的歷史Z事發生了形式的變化，這個替代物現在是

西方帝國主義。正如80年代把中國發展面臨的問題全部推給傳統一樣，現在則

怪罪於西方帝國主義的「遏制」。

現在，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試圖擺脫「現代化」這個西方帝國主義強加給

中國的夢魘，走中國自己的道路。這是一種自覺，還是勉強的調和？說到底，

始終是「現代性」焦慮在作祟。這ö面其實掩藏9一個不言而喻的動機，即最大

可能地擺脫西方現代化的軌道。但是當「現代化」一旦與「西方」剝離而變成「中

國的」，它就很可能走向另一個極端，拒絕承認現代化的普遍標準，因為那些普

遍標準全被視為帝國主義的經濟文化霸權。與此相對，中國知識份子一直在構

想中國文化能在未來（二十一世紀）引導世界文明，這一超級的文化想像所隱含

的動機，與其說是對西方文化的戰勝，不如說是對整個「現代性」——這個壓迫

又誘惑中華民族百多年歷史的夢魘——的超越。一方面，人們急切渴求富國強

民、趕英超美，另一方面又拒絕認同現代化的那些基本準則。這二者構成的劇

烈衝突，足以使中國在現代化的歷史進程中表現出種種過份的、自相矛盾的民

族主義認同訴求。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間不斷替換和搖擺，是中國「文化民族主

義」的特別Z事方式，當人們強調民族文化本位性、強調中國道路的特殊性時，

文化保守派當年對西

方現代文明的種種弊

端進行抨擊，強調中

國文化的特殊價值，

力圖使中國文明獨立

於全球化的資本主義

世界體系之外，以擺

脫西方現代性的啟蒙

規劃給中國文明的歷

史進程構成的危機。

這種現代性的焦慮在

80、90年代又再次重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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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現代化」一旦與

「西方」剝離而變成

「中國的」，它就很可

能拒絕承認現代化的

普遍標準。中國知識

份子這一超級的文化

想像所隱含的動機，

與其說是對西方文化

的戰勝，不如說是對

整個「現代性」的超

越。

它又如何寄望中國的文化價值能成為普遍性的價值，並引導二十一世紀的世界

文明呢？特殊性對普遍性的戰勝，中國對西方（世界）的勝利，這就是隱藏在我

們文化中由來已久的動機，它還要長期支配9當代關於中國自身、關於中國與

「他者」的文化想像。

這一切並沒有超出「現代性」的歷史情境，它表明中國在90年代更深地陷入

「現代性」的世界秩序所表現出來的劇烈反彈。民族主義的雙重性和複雜性，表

現在強調民族—國家的特殊性的同時，既參與了普遍的「世界體系」，也在試圖

與之保持距離和抗拒。民族主義訴求一方面是進入現代性的自我定位，這種定

位在描述帝國主義把現代規劃強加給第三世界的「民族—國家」的同時，也意味

9把「前現代性」的「民族—國家」及其文化強加給全球化的現代性秩序。在另一

方面，民族主義訴求又是企圖擺脫全球化秩序的一種謀劃。「民族想像和它的制

度的具體化可以成為把自身從全球化語境撤回的基礎」9。 那些第三世界國家的

革命運動，看上去是以劇烈的變革完成現代的「民族—國家」轉型，而其實質則

是企圖以特別的方式超越全球化的世界體系。50年代中國進行的「農村社會主義

改造運動」以及「大躍進」乃至於文化大革命，既是以突變的方式促使中國完成

「現代化」，其實質是以特殊的方式跳出資本主義現代化的世界秩序（及其發展邏

輯）。顯然，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使中國重新進入全球化世界體系，儘管它帶

9相當多的既定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但其社會轉型從總體上還是依照現代化的

秩序循序漸進，而所取得的成就和進步是無庸置疑的。現在，成就既是前進的

起點，也是撤退的資本。所謂「中國的特殊道路」在多大程度上是為中國進入現

代化尋求特殊的途徑，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為中國與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保持距離

尋求一個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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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語境中，在後冷戰時期的世界新秩序體系內，各個

「民族—國家」關於自身的想像正在迅速展開，而中國正在走9「中國的特殊

道路」，這條道路直接通向「中國人的二十一世紀」，世界正在拭目以待，而我們

卻感到無所適從。為甚麼二十一世紀就一定要是中國人的世紀呢？二十一世紀

既不是中國的世紀，也不是美國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是人類的世紀。中國人能

以這種心態來對待中國的現狀和未來，對待世界的現狀和未來，又何愁前程遠

大呢？

註釋
1　我這}討論「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選擇」，很顯然，「中國知識份子」這種說法就

很籠統而曖昧。「誰」能代表「中國知識份子」？「誰」是中國「真正的」知識份子？中

國有真正的「知識份子」嗎？我知道這些追問是無法迴避而又無法確定回答的。但是

對於這些無法證偽的問題，我又不得不借用現成的理論前提和現實前提。例如，我

不得不認定那些具有創生能力的從事知識的學習和傳播的人們是知識份子，認定那

些在90年代依然在（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釀造歷史內驅力的人們是值得認真對待的

當代中國的知識份子。他們的選擇和逃避，自詡和拒絕，清醒和謬誤等等，都構成

了當下的有創生力量的歷史情境。在這一意義上，我偏向於關注那些年輕的學院知

識份子。他們是否構成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主體，當然可以存疑，但作為同代人，

我傾向於認為這一代人的歷史實踐活動構成了當代文化最重要的一個側面。關於這

一問題，可以參見拙文：〈反激進：當代知識份子的歷史境遇〉，《東方》，1994年

第1期。

2　趙毅衡曾在《二十一世紀》1995年2月號上撰文〈「後學」與中國新保守主義〉，認

為90年代有一個整體的「後學」集團，並且他們傾向於保守。我同意他認為從事國學

研究的一批學人傾向於認同保守性的價值，但我不同意有這樣一個籠統的「後學」群

體存在。首先，這些人的立場、觀點和知識背景大相逕庭；其次我不認為後現代研

究者大都傾向保守性的價值認同，至少我本人對保守性的立場持懷疑態度。關於當

代知識份子的保守性立場，可參閱拙文：〈西學化與國學化〉，《中國論壇》（台北），

1991年第11期。或參閱拙文：〈反激進：當代知識份子的歷史境遇〉。關於「後

學」，許紀霖在《二十一世紀》1995年第6期撰文〈比批評更重要的是理解〉，我總體

上同意他對「後學」的分析，但個別觀點，如他認為「後現代」偏於激進傾向，似乎難

以接受。總之，激進／ 保守是一對難以劃出邊界的概念，用它來描述當今中國的文

化態度，首先要做出嚴格的界定。

3　儘管士大夫痛感中國之落後，但卻從未動搖他們在文化上的民族自信心，當然

更不會產生民族—國家的認同危機，這也使他們沒有偏狹的民族主義情緒。既然西

學可以「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諸國富強之術」（馮桂芬語），可以「取西人器

數之學，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那也就沒有甚麼可怕的，當然也不必視

為天敵。因此也就不難理解，近現代中國知識份子明確的民族主義情緒首要是針對

滿清王朝而發的。晚清的「國粹派」似乎強烈地意識到民族生存的危機感，但是「國

粹派」把危機的定義明確介定在文化方面。可以說，「國粹派」是中國早期最鮮明的

「文化民族主義」者。他們提出「國學即國魂」，「國粹亡則國亡」的驚人之論，要盡

「讀書保國」（鄧實語）的責任。「國粹派」當然不乏攻訐新學、針砭歐化的激烈言辭，

但「國粹派」的真正目的並不是要攻倒新學（或西學），他們的根本目標是「用國粹

激勵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章太炎語）。在章太炎的國學思想中，「愛國保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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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滿復漢」是其始終不渝的宗旨。由此也不難看出，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思想中的民

族主義內涵與章太炎的思想一脈相承之處。由此也可看出，中國近現代民族主義的

矛頭，首要指向當是滿清王朝。

4　有關論述當不難在中國主流雜誌刊物上看到，由於篇幅所限，這}難以一一引

證。但就學院知識份子的態度而言，可以從某個具體事例中見出。1994年5 月，北

京大學哲學系召開了「走向二十一世紀的哲學和哲學系」的學術討論會——北京大學

哲學系「作為中國哲學教育與研究的代表，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可能在相當程度上

決定於它在中國文化特色的哲學研究方面所達到的成就與影響」（陳來語）。儘管討

論者的觀點未必一致，但有些論點則很有代表性，也足以標誌�國內的文化動向：

「雖然『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的預言大多數中國人還不敢領受，但『亞太世紀』

的提法在當今世界已頗受矚目。90年代亞太的發展中，中國無疑佔了一個重要的位

置。放眼未來，亞太地區將成為帶動世界發展的中心地帶，而中國在亞太乃至在世

界的地位，將由此發生一個根本的轉變。展望下一個世紀，可以有把握地說，隨�

中國經濟現代化的迅速開展，中國文化根於傳統的復興已提到了議事日程⋯⋯。

二十世紀是『批判和啟蒙』世紀，二十一世紀則將是『創造與振興』的世紀，而世紀之

交正是整個民族生命『貞下起元』的轉折點。」（陳來語）參見陳來等：〈全方位拓展

哲學研究重建民族精神和價值體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

第4期，頁56。文中所引為陳來語。陳來為近年中國大陸備受注目的中青年學者，

他在古典哲學和近現代歷史方面的研究極有影響，他的觀點顯然是冷靜思考的結

果，並且在同代人中頗具代表性。

5　亨廷頓著，余國良譯：〈文明的衝突？〉，《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文化研究所），1993年10月號，頁5-22。

6　章太炎說得很清楚：「國粹也者，助歐化而愈彰，非敵歐化以自防，實為愛國

者須臾不可離也云爾。」馮友蘭強調中西文明的類型差異，他甚至承認西方文明乃

現時代文明，中國文明並不是不行，只不過是屬於中古文明，它可以吸收西方文明

近代性的要素從而轉化成「現代文明」。參見馮友蘭：〈新事論〉，《三松堂全集》，

第4卷（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頁222-26。

7　 例如辜鴻銘之於阿諾德、克萊爾以及一些十九世紀浪漫派詩人，後者經常是辜

氏論據的來源。梁啟超對西方文明的批評，對現代化的質疑，與一次大戰西方知識

界的悲觀論調不無關聯。梁漱溟早年熱衷於邊沁式的功利主義，某種意義上還是全

盤西化派。當然轉變後的梁漱溟是另一回事，但梁熟知西方文化，而且對西方給予

泰戈爾的禮遇津津樂道，這也是事實。張君勱確認西方世界陷入危機，得益於艾

柯、柏格森，特別是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的影響。張君勱早年對西化及現代化

的懷疑，呼籲中國人停止模仿西方，理由主要是因為西方人已經開始對他們的文明

產生懷疑。張君勱對科學及現代化的抨擊，與他稱道柏格森哲學並行不悖。至於陳

寅恪，曾受到過蘭克（Ranke） 實證主義的影響，對白壁德（Babbit）的新人文主義

也十分讚賞。

8　 這種說法雖然是意識形態誇大的結果，但80年代確實存在某種程度的「反傳統」

與「西化」傾向。

9　參見Johann P. Arnason,“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in

Global Culture, ed. Mike Featherston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0),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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